
在北宋文人的笔下，出现大量以寺院为题材的文章，迄今为止，尚未真正进入学人的视

野。实际上，这部分作品在理解北宋时期禅宗与文人的关系方面，极具学术价值，为我们研究

该时期文人与佛禅的对话与互动关系，开启了一个重要窗口。此类文章，并非对一处寺院作散

漫不拘的记录，而是作者受僧人请托，以寺院为触媒，表达禅学见解，书写僧人形象，并通过对

与寺院相关的山水胜景的描绘，寄予逃嚣于禅的出尘之思与方外之想。而其落脚点，则在济世

与修心的意义上表达对佛教的文化期待。

一、寺院书写缘起及其模式

寺院书写，指以寺院为对象的写作，凡与寺院有直接关联的人、事、情、理，均属其涉笔范

畴。它不是对寺院人事风物的客观介绍，而是明显烙印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佛学观念和佛学

立场。这种写作肇端于佛学东渐之初，南北朝时期，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可谓早期代表作。

就体裁言，寺院书写大致可分为诗与文两大类。本文以北宋时期关于佛教寺院的散体之文为

研究对象，以《全宋文》①为操作平台，考察文人与佛教之关系。

佛教的发展，常体现于这样几个方面：高僧大德，俊才云蒸；寺院经济，实力雄厚；僧人队

伍，不断壮大；寺院建筑，趋于完备。从这些层面，可对一个阶段佛教生存状况作出准确考量。

北宋文人对寺院的书写，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写作模式，体现了北宋文人富有理性的禅悦倾向，描述了文人视野

的僧人形象，并对与寺院相关的人间图景予以佛性与审美的双重观照。这反映了文人在济世与修心两层面对佛教

的文化期待，具体展示了北宋佛教与文人的互动与互塑的文化生态场域，为理解北宋佛教的世俗化进程，提供了一

个视角。

赵德坤 周裕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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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唐至五代时期，中国禅宗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内涵即禅学思想方面的丰富与发展，那么，

北宋禅宗承接晚唐五代绪余，其发展主要倾向于外延即寺院经营方面的扩大。寺院的经营状

况，表征着佛教在特定时空的生存状态。而各地丛林在多种机缘作用下，始终处于动态演进

中，其盈缩兴替直接外显于寺院建筑的面貌上。虽然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但这些处于山巅水涯

的寺院，面对岁月风雨的剥蚀，随着丛林风云际会的变迁，难免衰朽乃至于隳毁之命运。当一

位新任住持目睹此景，往往会激起其重修寺院之宏愿。就这样，各地寺院在修而毁、毁而修的

循环中艰难行进，见证着佛教本身的盛衰与浮沉。对一座残毁破旧寺院进行全面整修，绝非易

事。北宋政府虽然对佛教采取理性扶持态度，但由于对北方辽、西夏等的妥协退让，纳金求和，

加之自然灾害，财政收入总是捉襟见肘。因此，各地寺院的修葺，基本仰仗住持僧的多方筹集。

资金的准备和工程的展开，对主事僧的能力是严峻的考验。有时一位禅师耗尽毕生心血都不

能完成任务。故郭祥正慨然曰：“盖院之兴废系乎主者之才否。”②一旦修葺告竣，便意味着一方

丛林可能重新步入轨道，迎来发展壮大的新时期。当然，对此盛举不能没有说法。于是，需要有

一篇足够分量的文章，将此盛事记录下来，勒于石碑，以垂后世。不过，此心此念，质言之，有乖

于佛学本旨，却恰恰反映了主事者对声名的看重，以及禅宗世俗化的发展态势。

那么，这样的文字由谁来写？按理说，请一位丛林硕德执笔，未尝不可。然而，实际上，北宋

时期，这类文章多半由文人受托撰写。何以如此？这是由佛教在北宋文化语境中的角色所决定

的。虽为宗教，北宋佛教并无任性逍遥之洒脱，相反，它从未淡出朝廷的视野，而是被有效纳入

大宋帝国文化建设的框架之中，且得履行辅助教化之义务。就此意义而言，丛林须看朝廷眼

色，僧人须仰官家鼻息。一方丛林的生存，与朝廷和士大夫的态度密切相关，因此请托文人撰

文，是寻求佛教外护的一种表达。当然，请文人书写，并非不得已，通常情况是，僧人主动恳请，

且愿望强烈。如沈括《筠州兴国寺禅悦堂记元丰三年二月》云：

后十四年，予自禁廷谪守宣州。一日，典客以佛者见，望其貌则静也。徐问其所从来，

曰：客高安郡之兴国寺，即其庐为浮图，高数百尺。而又使郡人吴文忠与其弟文赞赋泉二

百万，辟大堂于其下。堂成，榜其目曰“禅悦”，而未有以传其绩。所以轻千里，蔑山川之阻

以至于宣，将予是请。③

筠州兴国寺禅悦堂建成，寺僧不远千里，从江西筠州赶到安徽宣州，请沈括为之撰文。其诚挚

之意可以想见。

北宋数以千计的寺院之文，在书写模式方面，有其特点。首先，文体多样，针对性强，极富

表现力；常用文体为记、叙、序、碑、铭、赞等。其次，行文骈散不拘，因内容而异。大致说来，记、

叙、序，以散为主，辅以骈句；而碑、铭类，则先碑以散，后铭以骈，碑主铭次。太祖、太宗时期之

文，总体上有明显的骈俪倾向，藻丽色彩较浓；真宗以后渐趋朴实之散体。复次，说理、叙事、写

景相结合的结构模式；不同的文章结体有异，但有一点基本一致，即叙事多安排在说理和写景

之后，说理与写景则互有先后。这种异彩纷呈的寺院书写，建立起了佛教与文人的对话机制，

传达出二者耐人寻味的互动与互塑关系。

二、寺院书写的禅悦与省思

接受僧人请托，为新建或重修寺院撰文，是北宋时期许多文人都有过的经历。他们一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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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特征：首先，在当朝政坛或文坛颇具影响；其次，与相关寺院僧人有过较为密切的交

往；另外，一般而言，对佛教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从而产生禅悦倾向。当然，并非所有的

作者都同时兼具上述诸方面。实际情况是，只要符合其中一点，即有可能为某寺院撰文。很多

文章，浓郁的诗情、幽远的禅韵，交相辉映于字里行间，既有参禅悟道的形上玄思，又有神与物

游的审美想象，给人以多层面的精神冲击。理论上讲，这类文章应属实用文体，可能会被写成

敷衍应景之文。然而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作品，无不倾注了作者的热情。原因即在于，作者以

撰文为契机，阐述了自己对佛学意旨的体悟，表现出明确的佛学立场：禅悦意识，佛理省思，禅

僧观念。

（一）禅悦意识。对佛禅义理的领悟与倾心，常出之以议论性文字，在文章的开头、中间或

结尾，而以在开头表达禅学见解的写法居多。不同的作者，由于禅学修为有异，加之文体的差

别，形成富有个性的文字，如宋太祖乾德年间的张邴在《镇州开元寺地藏院新修罗汉功德堂

记》中云：“乾坤爰列，成佳终归于坏空；人物既分，轮回宁逃其生死。惟我空王之出世也，大矣

哉！真际流光，日轮非梦，应法身于百亿，运权智于大千。慈云清火宅之炎，法炬朗昏衢之暗。煌

煌煜煜，照九居而辉万灵；荡荡巍巍，溢宇宙而极沙界。”④张氏受镇州开元寺宗上人之托，为地

藏院新修罗汉功德堂写一篇记文。文章以骈体句式，大笔如椽，气势若虹。从天地到人生，论及

生死轮回之难逃；进而认为大雄出世，以智慧之光照亮众生解脱之路。言句之间充溢着饱满的

情感，从而生动地展示作者对佛教的崇敬态度。对佛教精神的领解，在余靖的《江州庐山重修

崇胜禅院记》中却又是一番景象：“夫万寓之大、群动之众，佛以溥博之教、渊泉之语，广譬善

导，无不入。其言含生有知之类，人人物物，皆蕴佛性，犹木中有火，本来无睹，方便钻凿，乃见

光华，虽暗得明，不从外至。故无生之说，以去缠缚；有为之法，以勖因果。二者并施于世，随所

悟解，归之等觉。”⑤较之张邴汩汩滔滔、笔端生风的论议，仁宗时期余靖的散体之文，显得更为

质朴、深沉而理性。这里不仅表现出文体之异，而且隐约显示出北宋文人对佛教态度的历时性

特征，即由宋初的欣然信从，转为中期仁宗以后渐趋理性的审视。

（二）佛理省思。应该说，几乎所有寺院记文，都产生于作者的解禅、向禅之思。不过，北宋

文人的禅悦意识略无禅僧的那种迷狂，而更多地带有冷峻的理性和明确的现实功利性。宋仁

宗朝的余靖堪称代表人物，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寺院之文，但总是将佛教置于宋廷整体利益的

框架内予以考量，当佛教过于膨胀时，他也著文表达控抑之意。因此，这种向禅之心，不是立足

于佛教本身，而是着眼于劝善淑世之旨。在将心灵的空间交给禅宗的同时，他们也从儒学立场

对之予以观照和审视，进行颇有意味的文化省思，发现禅宗的可贵之处，揭橥儒学的不振之

因。如此书写，毋宁说是文人士大夫站在北宋文化全景的高度，对禅宗的当下意义所做的另一

种解读，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导向性。譬如，王禹偁认为，禅宗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抉发极为深

透。如云：“是诸凡夫，烦恼不断；是诸世界，虚妄大行。地水火风，攻之于外；贪嗔爱欲，寇之于

内。大则以金玉满堂，垂子孙之计；小则以锥刀竞利，务衣食之源。末俗于是难移，真如以之不

竞。幻身有漏，宁知牛乳之方；火宅将焚，孰信鹿车之谕？则有悟电泡之非久，识生死之有缘，以

慈悲喜舍为身谋，以因果报应为己任，谓财能贾祸，我则视之若浮云，谓福可济身，我则指之为

彼岸。”⑥佛教认为，人身与世界均由地水火风因缘和合而成。世界如梦，充满虚妄；幻身有漏，

充满烦恼。为子孙谋，为衣食计，奔竞不息，堕入欲望的泥淖，不能自拔。殊不知，人身即火宅，

其毁灭如闪电般迅疾，消失若浮沤般无声。佛教在指出人生无常、消解对生命执迷的同时，也

为人们指出了解脱之路：“我今滔滔自在，不羡王公卿宰。四时犹若金刚，昔乐真常不改。法宝

喻于须弥，智惠广于江海。不为八风所牵，亦无精进懈怠。任性浮沉若颠，散诞纵横自在。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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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剑临头，我自安然不采。”⑦以般若慧剑斩断见闻觉识之葛藤，以不二禅心照亮惝恍迷离之三

界，获游戏三昧，得纵横自在，从而臻于法法真如、处处菩提的人生境界。同时，他们也注意到

儒学不如佛学之处。关于此点，曾巩曾清醒地认识到：“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殖

之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

操……故历千余载，虽有贤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则彼

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⑧曾巩将

儒与佛比较，认为当时佛盛儒衰，原因即在于学佛者“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而习儒者则不

及此。故在争夺人们的心灵空间时，儒家思想反逊于佛法。

对于佛理的认识，强至表达得更加深刻：“吾圣人之书，其言修身诚意、经国家、治天下之

术备矣，惟贤者能知其说。彼愚者投其书坠诸地，虽千百过之，孰肯一援手以置安处？谓其无益

于己也。佛之书，穷死生、论报应，其言曰：今世修某善，来世享某福；今世作某恶，来世获某罪。

其书在前，虽甚愚不敢亵视，必稽首而对之，口不漱不诵，手不盥不执，谓其能罪福于己也。”⑨

儒家思想立足于现实，往往着眼于一时之利，故事过境迁，如风过耳；而佛法则关注生命个体

存在的根本问题，故深入人心，历久弥笃。相应的，儒家圣人之书讲经国治世之道，惟贤者能

之，愚者则漠然置之；佛家之书则穷尽生死之理，证取因果报应，与生命个体的心灵安顿息息

相关，故不分贤愚，人心向佛，如水之走下。不过，王殊认为儒学与佛学也有相通之处，他曾将

两者相提并论：“粤自二仪肇分，三才始立；三才既立，乃有四民；既有四民，遂分三教。典其教

者，皆圣人也。故后周武帝定之，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虽兴教之时各有先后，至于

惩恶劝善，修因致果，利用之功，其归一揆。”⑩儒释道三教的创始者都是圣人；三教之兴，各有

先后，但在“惩恶劝善，修因致果，利用之功”方面，有一致之处。这种认识，显然不是王殊的一

得之见，可以视为宋代文人的共识，它是当时儒释互融互渗的思想基础。因为从其论述不难看

出，北宋文人站在儒学立场，试图以佛教会通儒学的思想意识。

（三）对禅僧的理解。在寺院书写的文字中，有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方面，就是对僧人的关

注。北宋文人之所以乐意接受僧人请托，有一点是毋庸讳言的：他们为主事僧的精神所感动，

在其笔含赞许之意的娓娓叙述中，理想的禅师形象，渐渐透过纸背立了起来。具体言之，在北

宋文人的视野，禅僧应该具有如下之文化品格：

1.僧就是僧，在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精神面貌等方面，应该遵循丛林规约，而不得越界，

与俗世浑然无别。北宋时期，南宗禅一统天下，其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意旨，将禅僧引向舒卷

自如、纵横无碍的当下体悟。当然，对虔心向佛者言，确能透脱禅宗妙谛，证入无上菩提；而就

悟性不高的下乘根器论，则难免堕入未证谓证、未得谓得之魔障，从而为其逸出禅规、入廛混

世制造借口。诚如此，则既渎于禅，亦污于世。因此在北宋文人看来，僧人的言动举止，理应合

于禅林规范。对严于自律、笃于修为者，尤怀敬慕之情。如云：“于是造诣先达，请益质疑，历游

名山，无远弗届，不违类于颜子，起予同于卜商。丁未岁，来止舒州山谷寺，遍阅经论，师门之

学，无所不通，然未尝为人言也……禅师徇狎鸥之志，慕争席之风，虽众人与居，而群望自集，

道俗敦请，抗志不从。”輥輯訛而对仅存桑门之名，了无浮屠之义者，文人则常常流露出鄙夷不屑之

意：“其有窃佛之权，愚弄于众，财未入手，先营其私，衣华暖，居宏丽，啖甘脆，极力肆意无畏惮

者，十六七焉。”輥輰訛借手中职权，谋一己之私，物欲膨胀，贪恋俗世之富贵，此类僧人，可谓佛性丧

尽！如此现象在当时很普遍，作者对之不仅愤懑，而且忧心不已。

2.文人眼中的僧人，应该道行高深，学识渊博，如果有文学艺术修养就更完美了。事实上，

北宋乃至整个禅宗发展史上，能够获得文人青睐的禅僧，往往都是几个方面兼而有之者，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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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当为佛学修养境界令人景仰者。如余靖对庐山归宗禅院妙圆大师如是说：“提唱宗乘，言出

意表，啐啄之机，不涉名相，或纵或夺，遂至无言。嗣其法而居师席、处名山者，不可胜数，其服

人心如此。厥后以舟楫往来，衣冠之士至星子者，咸欲见之，故再莅归宗，从众愿也……乃知有

才德者，无意于隐显，而人自归之，名自从之。观师之出处，真无求于人，古之有道者也。”輥輱訛这位

妙圆禅师的出处行藏，历历呈现，其悦服人心者，主要在于高超的禅学修为、孤迥的化人之机

和高尚的精神境界，以致于信众不分缁素，尽皆归仰。实际上，在北宋丛林与文人士大夫过从

密切的僧人，不仅禅德梵行可赞，而且往往内外兼修，具有文学、艺术乃至儒学等多方面的修

养，而后者常为双方得以沟通交流、互相敬重的重要媒介。

3.在文人看来，僧人应有自励、利他之心。这是佛教精神应有之义，也是北宋文人对僧侣

的宗教伦理期待，对禅僧的存在方式，具有引领和规范作用，对禅宗的发展，显然有着重要的

意义。因为离开文人士大夫的外护，北宋禅宗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北宋僧人的自励、利他之

心表现为：一则勇于精进，悲愿深沉；一则弘法度人，恩力广布；一则护寺兴佛，笃志恒久。一方

丛林的兴起，一区寺院的形成，均与禅师的严于自律和精诚奉献密切相关。就此而言，一位得

道高僧，便意味着一方丛林；他的住与去，直接决定着僧徒的聚与散、丛林的盛与衰。因此，在

北宋文人的寺院书写中，常常表达对高僧的敬意和期待。而禅师的自励思想与利他观念，往往

是不可分离的。二者的结合，尤其能够体现北宋文人士大夫所代表的官方话语，对禅宗当下意

义的期许和规约。这也是文人笔下常提到的内容，并成为寺院书写的契机与动力。如王禹偁

《济州众等寺新修大殿碑并序》云：

是知地之兴废，必因其时；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大师，斯郡人也，世姓徐氏，法名

玄应，师号衍正。幼而聪悟，长而博达。始落发于高阳会善寺琉璃院，戒律既具，精进自苦

……谓佛性空寂，我则修心以行其道……师一心住持，戮力完葺。且以斯郡地惟涂泥，木

不乔秀，栋梁榱桷，出于西山。由是往来京师，市易材植，云委山积，浮川而东。约费用殆数

千缗，积岁月几二十稔。劳筋苦骨，曾未知疲。輥輲訛

玄应禅师在禅学修为方面，“精进自苦”、“修心以行其道”，在寺院的修建方面，“一心住持，戮

力完葺”，“积岁月几二十稔”而“劳筋苦骨，曾未知疲”。其持之以恒、殚精竭虑之心志，正是虔

诚的释迦儿孙所应有的悲悯情怀。这种自励、利他意识，表现了一个真正的禅者既能于十字街

头玉立精严，亦可于万仞峰顶灰头土面的思想境界。曾巩有关论述似乎更耐人寻味：“吾观佛

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

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輥輳訛曾巩在对佛教的态

度上，与其师欧阳修一致，具有明确的排抑倾向。但僧侣在兴佛建寺中所表现出的锲而不舍的

坚强意志，及其“以小致大，以难致易”的智慧，使之深为折服。诚然，僧人悲智双运的当下践

履，无疑具有世出世间之双重意义，这一点为北宋文人所赞赏，而且这种积极的关注普遍而持

久。

三、寺院书写中的人间图景

如果上文所析关于寺院书写，着眼于北宋文人对佛教济世作用的期待，那么关于人间图

景的寺院描写，则倾向于表达佛禅思想对文人心灵的浸润。寺院对于北宋文人而言，是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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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的地理与文化空间。从都邑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地，寺院的广泛存在，向文人士大夫的

心灵无限敞开。寺院及其所在的特定区域，在文人丰富的人文情怀观照中，呈现出既空灵静穆

又繁富热烈的禅韵诗情。这一点表现为城市书写和自然书写两个层面。

（一）城市书写，突出寺院佛事庄严之美与市民游弋之乐，意在彰显文人的人间关怀。中国

禅宗一向主张“在那边会了，须到这边行履”，俗世之乐观照以禅，无往不是“活泼泼地”佛性呈

现，因而无往不是文人心灵自由的外显。在文人的笔下，寺院建筑的格局之多样、规模之宏壮、

色相之炫目，都有精彩的描绘，极力渲染庄严肃穆之气氛，以示佛法雄阔无边之意旨。如徐铉

《抚州永安禅院记》云：“闬闳相望，钟磬交音，神灵之所依凭，烟霞之所韬映。尔其栋宇之状也，

则赫赫乎显敞，耽耽乎深严。黼藻成文，磨砻尽妙。层楼对峙，修廊四通。”輥輴訛徐铉以四六之文、

华赡之词，对永安禅院作了描写：钟磬悠扬，栋宇显敞，层楼耸峙，云蒸霞蔚。可谓绘声绘色、情

采飞扬，而赞佛之意蕴含其间。

寺院不仅是参禅问道之地，也是休闲游乐的好去处。这方面，位居都城大邑的寺院尤其突

出，成为人们良辰佳日纵游的中心。宋白曾这样写道：“若乃龙华春日，然灯月夕，都人士女，百

亿如云。绮罗缤纷，花鬘缨络……又若天仗还都，凰楼肆赦，千乘万骑，流水如龙。旌旗蔧空，歌

吹沸渭，凭栏四顾，佳气荣光。俯而望之，凝瑞珠阆风，神化于海土。猗宏丽也，殊超胜也，皆不

可称，不可量。”輥輵訛这是对都城汴梁相国寺的记载：车马游人，绮罗缤纷，歌吹喧腾，写尽市民游

弋之乐，字里行间，不难体会，文人士大夫以出尘之心融入红尘之乐的情怀。

（二）自然书写，彰显寺院自然景观之美和文人恬适之意。中国寺院大部分建于山林丛深

之处，周边常是奇美绝异的风景。领职于州郡的文人，流连于山水之间，既可游赏山光物态，亦

可参禅问道，美景与禅韵的融合，往往会催生出浓郁的诗情。如：“晨自漳南游灵峰，约二十里

许，见其山绝山献幽深，重峰峭立。苍松翠柏，拥护宝坊；曲涧香泉，回环佛地。时二月中旬，岩花

乱放，麋鹿经行，绝无尘迹，真乃物外禅栖妙境也……已而携杖入后山，见桃花满树，如天半红

霞。”輥輶訛灵峰寺位于重峰叠嶂、涧水回环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转换，山间景致层现迭

出，愈转愈奇绝，愈出愈幽俏。这一切仿佛世尊手中之华，瞬忽之间，变现出万千气象。这就是

华严现量之境，一华一菩提，一叶一迦释；这也是典型的诗的意境，作者摇曳的性灵与山间的

自然融于一体。这样鲜活灵动的文字，在北宋文人的寺院书写中比比皆是。他们心仪于山水之

美的文字，宛如明净的秋水，蓝天、白云、山峦、溪涧连同文人之心，一起映现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文字没有柳宗元式的凄怆和幽冷，所多的是宁静与安详、活泼与悠然。这是禅韵与诗

心混融的境界，也是北宋文人特有的境界。

而富于恬然自适情调的文字，也常常出现于对寺院周边的山水书写之中。苏颂说：“及登

高而望，则群峰回环，一水萦带，烟云晻霭，朝暮异状，不离指顾而万景在目。信乎吴、越之佳

郡，前人之所称咏不为虚谈也。而兹阁又占一郡之胜处，高高下下，皆有幽致，足为端居造适之

乐。”輥輷訛其间明净优美的自然景观隐含的恬适之乐，不同于都市寺院的繁华喧阗。这浸润于恬淡

之乐中的心灵，易于获得宁静、澄澈与自由，以及对佛学境界的当下领悟，于斯深感诗意之美，

生命之乐。海德格尔说：“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輦輮訛寻找诗意的安居，是北宋文人孜孜以

求的人生境界，也是北宋独特的时代语境引发其产生的文化诉求。因此可以说，这种对与寺院

相关的人间图景进行佛性与审美的双重审视，对寺院的发现、接受和表达，恰是这种诉求的有

效回应。

综上分析，北宋寺院的文人书写，呈现的文人与寺院之间、僧人与文人之间、文人与自然

之间错综复杂纠葛，是北宋文人对佛教的独特解读和现实性期待，对北宋佛教宗派发展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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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和趋势，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它记录着文人与僧人之间的对话，促进了居士禅的发展，加速

了佛教的世俗化。这种文字蕴涵佛性智慧的同时，也闪耀着文学艺术之光，是中国游记散文和

文化小品文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这种书写为探究儒释在矛盾与对话中互相砥砺、互相塑造

的过程，以揭示宋型文化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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